
其次
,

正确地认定防卫过当还应注意与意外事件划清界限
。
由子基于疏忽大意所造成的防

卫过当
,

与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危害结果都没有预见
,

所以二者有时也会发生混淆
。
例如某兄妹

因事吵架
,

某兄追逐殴打其妹
。

其妹为防卫其兄的侵害
,

躲在一家房山旁的一根带有裂痕的旧

石柱后面
。

恰巧其兄又气势凶凶地赶来抓捕其妹
,

其妹顺势手推旧石柱进行挣扎
,

不料将石柱

推断
,

当即将其兄砸死
。
在这种情况下

,

划清基于疏忽大意过失所造成的防卫过当与意外事件

的界限
,

就需要判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
,

是否应当预见并且能否预见
。
如

果经过科学地分析判明
,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是属于不应当预见
,

也不可

能预见到的
,

就是意外事件
。

相反
,

如果是应当预见并且能够预见到的
,

就属于防卫过当
。

可

见
,

科学地 判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
,

是否应 当预见
、

能否预马
,

乃是正确划

清防卫过当与意外事件界限的重要条件之一
。

其中主要的是要注意把行为时的具体客观条件

与行为人的主观条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判断
。

脱离客观条件
,

只强调主观条件
,

或只强调客观

条件
,

不顾主观条件
,

都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

从而也就不能据此正确划清防卫过当与意外

事件的界限
,

罪与非罪界限就极易混淆
,

结果冤枉好人
,

放纵坏人
,

社会主义法制就要遭到破

坏
。

浅谈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江 英 杰

要正确审理一个案件
,

解决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
、

重罪与轻罪的问题
,

必须依照我国刑法

的规定研究犯罪构成
。
犯罪构成是犯罪的规格和标准

,

是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和

客观要件的统一
。

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属于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的两个因素
。

准确认定犯罪

的目的和动机
,

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重要意义
。

犯罪的目的
,

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

例如杀人行为的目的是剥夺

他人生命
,

盗窃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

研究犯罪目的
,

是因为法律规定某些犯罪必须具有某种目的才能构成
。

例如反革命罪必须

以反革命为目的 ; 聚众赌博
,

制造贩卖假药
,

引诱
、

容留妇女卖淫等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
如果不

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目的
,

该种犯罪就不能成立
。
同时

,

犯罪目的也是区分某些不同性质犯罪

的标志
,

例如破坏行为是否具有反革命目的
,

是区分反革命破坏罪与一般破坏罪的最根本的标

志
。

又如
,

由于犯罪分子的袭击致使受害人死亡
,

如果犯罪分子的目的是想达到受害人死亡
,

就构成杀人罪 ;如果目的只是损害受害人的健康
,

因受重伤引起死亡
,

就属于伤害致死罪
。

可见

研究犯罪目的
,

对于划清罪与非罪
,

这一罪与那一罪的界限有着重要意义
。

在这里
,

犯罪目的是

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因素
。

犯罪 目的和犯罪的直接故意是一致的
,

两者紧密相连
。 “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

主义制度
”
既是反革命追求的目的

,

也是反革命故意的内容
。

直接故意的特征是行为人希肇危



害结果的发生
,

这就包含有犯罪目的的含义
,

所以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的犯罪中
。

过失

犯罪由于行为人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 间接故意犯罪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抱着一种漠不关

心的放任态度
,

也不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

因而都不存在犯罪 目的的问题
。

我国《刑法》在某些条文中
,

规定某种犯罪必须具有某种 目的才能构成
,

正在于明确指出这

类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

而不能由过失或间接故意构成
。

这对区别某些性质不同而外表相

似
、

容易混淆的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

例如
,

故意杀入罪既可由直接故意构成
,

也可由间接故意

构成
,

而反革命杀人罪是通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达到反革命目的
,

就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

也

就是说只能由以反革命目的为内容的直接故意构成
。

在这里
,

犯罪目的实际上是对故意内容

的说明
,

是故意内容的组成部分
。

对反革命罪的这一严格限制
,

体现了我国既打击反革命
,

又

防止扩大化 ; 既严肃对待一切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
,

又分别不同情况
,

实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

策
。

二

犯罪的动机
,

是指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
。

犯罪人之所以犯罪
,

必然有某种

内心起因推动着他
,

使他通过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
。

犯罪 目的相同
,

犯罪动机往往不同
,

例

如杀人行为
,

目的都是剥夺他人生命
,

动机却有各种各样
,

有的是出 于泄愤报复的动机
,

有的是

出于图财的动机
,

还有的是出于奸情或其他动机
。

动机是一种心理因素即意图
,

当一个人的犯

罪意图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

就不能认为是犯了罪
,

因为单纯的思想活动不能改变外界事

物
,

不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

我国法律不承认光有犯罪意图而没有犯罪行为的所谓思想犯

罪
。

犯罪的性质取决于犯罪行为和由这种行为引起的危害结果
,

某些犯罪还取决于必须具有

法律规定的某种目的
,

并不取决于动机
。

例如抢劫
、

盗窃
、

诈骗
、

抢夺这几种犯罪之所以性质不

同
,

是由于犯罪行为的方式不同
,

却可以都是出于贪财的动机 ; 一般破坏罪与反革命破坏罪之

所以性质不同
,

是由于犯罪目的不同
,

却可以都是出于报复的动机
。

所以犯罪动机并不是构成

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因素
,

而仅是次要因素
。

动机属于思想范畴
。

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 “
事出有因

,

水流有源 ” ,

它同一切事物

一样
,

与外界其他事物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因果性
。

由于受到外界事物感染
、

刺激的不同
,

就会

产生不同的动机
。

动机虽不决定犯罪性质
,

但考察动机及其起因
,

对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

度从而适用刑罚有一定作用
。
我国《刑法》规定

,

对犯罪分子处刑时必须全面考察犯罪情节
,

分

则某些条文对
“

情节严重
” 、 “

情节恶劣
” 、 “

情节轻微
”
等不同情节的犯罪还规定了不同的处刑

。

在考察犯罪情节时
,

动机及其起因是必须考察的因素之一
。

例如同样是故意伤害
,

动机有的是

寻衅滋事
,

有的是激于义愤
。

显然
,

前者比后者的情节要严重
,

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要大
,

在

量刑时就应该有所区别
。

又如同样是盗窃
,

动机起因一人是贪图过腐化生活
,

另一人是为了给

家里的病人治病买药
,

也显然
,

前者比后者的情节要严重
,

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要大
,

量刑时

也应该有所区别
。

我国《刑法》还有少数条文
,

规定
“

情节严重
” 或

“

情节恶劣
” 的才构成犯罪

。

在

这里
,

犯罪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志
,

作为犯罪情节重要组成部分的犯罪动机
,

更是必

须认真考察的重要因素
。

由于过失犯罪和间接故意犯罪都没有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图
,

所以犯罪动机 也只能存

在于直接故意的犯罪中
。



三

犯罪 目的和犯罪动机都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思想活动
,

因而二者是紧密相联的
。

有犯罪目

的
,

必然有犯罪动机 ;有了一定的犯罪动机
,

就会促使他去追求一定的犯罪目的
。

但二者又有区

别
,

犯罪动机是促使犯意形成的重要因素
,

属于犯意形成以前的思想活动
,

犯罪 目的是实施犯

罪行为所追求的结果
,

属于犯意形成以后的思想活动
。

二者属于不同的阶段
,

具有不同的含义

和作用
,

不容混淆
,

否则就会影响到正确地定罪量刑
。
在司法实践中

,

目的和动机往往容易相

混
,

有的把 目的当成动机
,

但较多的是把动机当成目的
。

例如有这样一个案例
,

男青工某甲
,

曾

多次盗窃工厂财物
,

乱搞男女关系
,

生活上挥霍腐化
,

受过工厂的行政处分
。

后经人介绍与一敌

特机关发生接触
,

敌特机关以二千元人民币为代价
,

收买某 甲搜集我某空军机场的情报
。

开始
,

某甲思想犹豫不决
,

在敌特机关多次催促下
,

终于收下了二千元
,

接受了搜集情报的任务
。
随后

把我某机场的方位
、

停机坪上飞机的种类
、

型号
,

每天起飞的架次以及机场附近的几个重要仓

库等机密情报供给了敌人
。

案破后
,

某甲交待给敌人提供情报的目的是想得到二千元
,

并不是

想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

审理中
,

也有的同志认为某甲的目的是贪

财
,

不具有反革命目的
,

不构成反革命罪
。
这就是把动机当成目的了

。

因为某甲是精神正常
、

理

智健全的成年人
,

完全理解为敌人搜集情报是危害我国家安全
,

触犯刑律的反革命行为
,

这在

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刑法》有关条文里都有明文规定
。

某甲开始思想犹豫不决
,

在敌人多

次催促下才终于接受了任务
,

这也足以说明他完全认识到自己所作的是一种反革命犯罪行为
。

凡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反革命性质而积极去实施
,

这种行为本身就清楚地表明是在追求犯罪结

果的发生
,

亦即具有反革命目的
。

所以某甲向敌人提供情报正是以反革命目的为内容的直接

故意犯罪
,

完全符合反革命罪的规格
。

至于推动他这样做是基于阶级仇恨的动机
,

还是出于个

人主义思想的恶性发展
、

贪图私利的动机
,

并不影响反革命罪的成立
,

而只是在量刑时应加考

虑的问题
。

建国三十年来
,

随着我国阶级状况的逐步变化
,

在反革命案件中
,

历史反革命所占

的比例逐渐减少
,

新生反革命所占的比例则相对地增多
,

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

新生的反革命

分子产生的原因之一
,

就是个人主义思想的恶性膨胀
,

追求某种私欲而置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于

不顾
。

在审理反革命案件中
,

不能不考虑到这个现实
。

实践中
,

特别是在审理反革命案件中
,

目的和动机常常纠缠不清的原因
,

除了二者有时一

致 (如出于阶级仇恨的动机而进行反革命活动 )
,

有时不一致 (如出于贪财的动机而进行反革命

活动 )
,

容易相混外
,

还由于在 日常生活中
,

对二者的区分要求并不严格
,

如把
“ 图财害命

” 中的

“ 图财
” ,

当作目的或当作动机都无不可
。
在法律上

,

目的和动机却各有其特定含义
,

不容相混
。

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所追求的结果
。

这里的所谓结果是指犯罪结果
,

也就是犯

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的损害
。

可见
,

一定的犯罪 目的总是追求对一定的客体造成

某种损害
,

同时损害结果和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内在因果性
。

向敌人提供机密情报的行为

必然并且只能产生损害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
,

而不可能是别的
。

因

此
,

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这种因果性
,

主观上迫求通过这种行为达到对这一客体的损害
,

也就是

具有反革命目的
,

也就构成反革命罪
。

而图财则与提供情报的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并无必然的

内在因果性
,

它只是推动犯罪人实施提供情报行为的内心起因
,

是犯罪动机
。

在司法实践中
,

错把动机当成 目的是极为有害的
,

因为马克思主义坚持主
、

客观条件相统

一的原则
,

不承认没有反革命目的的反革命行为
。
把图财当作目的

,

实质上也就否定了提供情



报是反革命行为
。

按照这种逻辑
,

图财杀人的目的是图财而不是杀人
,

因贪生怕死而叛国的目

的不是背叛祖国而是求生
。

显然
,

其结果只能是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
,

放纵了坏人
。

认定犯罪人的犯罪目的
,

在实践中并不都是很困难的
。

例如盗窃
、

咋骗
、

抢劫
、

敲诈勒索等
,

目的都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

通过其行为性质已明确表露 ; 阴谋颠覆政府
、

分裂国家
、

策动叛

变
、

持械聚众叛乱等
,

反革命 目的已为其矛头所指而充分显示
。

但有些犯罪
,

其外部特征与其他

犯罪或违法行为相似
,

便容易混淆
,

如反革命破坏罪与一般破坏罪
、

反革命杀人罪
一

与一般杀人

罪
、

聚众赌博罪与一般赌博行为等等
,

犯罪目的就不是很容易地一下子能分辨出来
,

而不查清

犯罪目的就无法认定犯罪性质
。

因此
,

我国《刑法》在有关这类犯罪条文的开头
,

都写上了
“
以反

革命为目的
”
或

“

以营利为目的
”
的字样

,

意思就是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巾
,

要特别注意认真分

析行为人实施犯罪所追求的 目的
,

以便正确地定罪量刑
。

在这里应该着重提出的是《刑法》第一

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除了在《刑法》第九十条明确指出反革命罪必须是以反革命为目

的统率全章外
,

在第一百零二条的开头又注明了
“
以反革命为目的

” ,

在第二款
“
标语

、

传单或者

其他方法
”
的前面又加 了

“
反革命

”
三个字

,

在后面又指出是
“
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

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 ,

前后作了四层限制
,

这样就把反革命标语
、

传单与其他标语
、

传单严格

区别开了
。

这个条文是吸取了林彪
、 “
四人帮” 草营人命

,

任意用反革命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无

辜群众的血的教训制订出来的
,

它充分体现了我国保护人民
、

打击敌人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

是
“
可知论者

” ,

不管案情多么复杂
,

罪犯多么狡猾
,

只要依靠群

众
,

深入实际
,

认真调查分析
,

事物的真相总是可以被揭穿的
,

犯罪目的是可以查明的
。

分析犯

罪动机是查明犯罪 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
,

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总是受其思想和意志所支配
,

而目

的又必然会在行为中得到表现和反映
,

所以犯罪目的常常可以从动机中得到合理解释
。

有这样一个案例
: 某厂技术员董某与女青年姚某谈恋爱

,

后因感情破裂告吹
。

黄出于极

端个人主义的报复心理
,

于七九年一月买了中型菜刀一把
,

乘姚工作不备乙机
,

对准姚的头部

猛砍一刀
,

把姚砍倒在地又骑在她身上猛砍十余刀
,

直到被在场群众抱住夺下凶器 为止
。

使姚

头
、

手裂伤十三处
,

其中右颅骨裂伤九处
,

颅骨粉碎性骨折
,

脑膜破损
,

脑组织外溢
。

虽经

抢救脱险
,

但仍造成颅骨两处缺损
,

右手功能严重伤残等后遗症
。

被告在案发后供认是故意杀

人
,

后得悉被害人未死
,

又改 口说是泄忿伤害
,

目的
“
不是想杀死她

,

是为损伤她面容
,

别人不要

她
,

我要她
” 。

群众中也议论纷纷
,

有的说是故意杀人
,

有的说是行凶伤害
。

法院并未轻信被告

供述
,

也未被群众议论所左右
,

而是详细调查了犯罪事实和全案情节
,

确认被告在双方中断关

系的七个月时间里
,

先后五次准备了菜刀
、

斧子等凶器蓄意杀姚
,

前四次均被人发现劝阴
)

可

见不是出于一时感情冲动
,

而是图谋杀人蓄意已久 这清楚地表明被告的 目的是要剥夺被害

人生命
,

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

被害人所以没有死
,

是由于被告意志以外的原因
,

得到群众和医

护人员及时抢救的结果
,

这并不影响对故意杀人罪性质的认定
。

法院同时考虑到其他情节
,

判

处被告有期徒刑十年
,

给了犯罪分子以应得的惩罚① 。

可见
,

通过对犯罪动机
、

犯罪行为及其

后果的分析
,

查明犯罪目的
,

是正确判定案件性质的有效途径
。

总之
,

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

也是司法实践中较难处理的问题
。

但也决

不是深奥莫测
、

无从捉摸的
。

关键在于切忌草率从事或主观臆断
,

只要认真查清案件的全部有

关情节
,

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就能求得正确的结论
。

① 董某案例引自
《 民主与法制 》 19 7 9 年第 5 期

。


